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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污染物源解析的方法体系，重点对化学质量平衡法、多元统计模型、混合方法、分子标志物与同位

素技术等受体模型研究方法的原理与应用进展加以总结，论述了化学质量平衡法和多元统计模型的优缺点、适用范围及应用现

状；指出以这两种方法为基础形成的混合方法可避免前者选择排放源种类时的主观性，同时又可检验后者在鉴别过程中是否遗

漏其他未知源，从而能够发挥最大的优势；最后对源解析方法的发展趋势及土壤学应用加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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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地球上各种人为的和自然的污染物的汇，

世界上大部分的污染物最终滞留在土壤中[1]。近年来，

我国土壤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土壤环境面临着由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重金属、农药等污染物所带来的前所

未有的压力[2]。控制和消除土壤污染源是防止污染的

根本措施[3-4]。因此，了解土壤污染物来源是切实有效

地控制土壤污染，保障环境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前提，而用于判定污染物来源的源解析方法也就

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1  污染物源解析简介 

 
研究者对污染物来源的认识存在两个层次：一种

只定性判断出主要的污染物来源类型，称之为源识别

（source identification）；另一种不仅判断出主要的污
染源类型，还要定量计算各类排放源的贡献大小，称

之为源解析（source apportionment）[5]。很多研究人员

把两者统称为源解析。 
源解析方法最早是从大气颗粒物研究发展起来

的，所用数学模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污染源为

研究对象的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另一种是以
污染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受体模型（receptor model）[6-7]。

扩散模型根据各个污染源的排放量、研究区域与排放

源的水平与垂直距离、污染物的理化性质，以及风速

风向、湍流等环境因素来计算各个源对研究区域的  
影响程度。源排放清单是扩散模型必需的输入数据。 

 
 
 
 
 

Budiansky [8]指出扩散模型输入数据的不准确性是其预

测误差的主要来源，而由于排放源清单存在很大的不

准确性，模型的预测效果不能使人信服。 
美国、日本等国家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开始由排

放源转移到受体，进行大气颗粒物的源解析。受体模

型着眼于研究排放源对受体的贡献。所谓受体是指受

到排放源影响的局部环境介质。受体模型就是通过测

量排放源和受体样品的物理、化学性质，定性识别对

受体有贡献的污染源并定量计算各污染源的分担率。

受体模型不依赖于排放源的排放条件、气象、地形等

数据，不追踪污染物的迁移过程，避开了扩散模型遇

到的困难，因此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6, 9-11]。 
近年来，土壤污染物的来源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

注，研究内容也在不断扩展[5,12-15]。无论是扩散模型还

是受体模型都要用到源成分谱（source profile）这个概
念。源成分谱是指某源排放物中各种元素（或化合物）

的含量。 
 

2  受体模型的研究方法 
 
受体模型的基础是质量守恒原理。如果各源排放

物之间没有相互反应，传输过程中没有引起某种物质

的消除和形成，则受体中元素（或化合物）含量是各

源贡献的线性加和。 
2.1 化学质量平衡法（chemical mass balances, CMB） 

CMB 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受体模型。美国环保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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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PA）推荐使用 CMB 模型，并开发出了相应的

应用软件包[16]。 
2.1.1  化学质量平衡法的原理    设采样分析测得
受体中物质 i 的浓度为 di（µg/m3），该区域排放物质 

i 的源有 p 种, 若已知某排放源 j 所排放污染物中物

质 i 的含量为 xij（µg/mg），则源 j 对受体的贡献值 gj

（mg/m3）应满足： 

 （i＝1，2，…，n） 
 
源 j 的贡献率 η 为： 

 
Gordon[10]在等式中引入了校正因子，以校正污染

物由排放源到受体发生的变化。 
测定 n 种物质就可建立 n 个方程，只要测定项目

数量大于或等于排放源数目，就可解出一组 gj，即各

排放源的贡献值。CMB 方程的解法有多种，目前发展

最成熟的解法是有效方差加权最小二乘法（CMB-EV）
[7]。 
2.1.2  化学质量平衡模型的模拟效果检验    检验
目的是验证排放源贡献值的有效性以及方程拟合的好

坏程度。方法主要包括源贡献值拟合优度检验、不定

性/相似性组检验、元素浓度计算值拟合优度检验等。
通常用所得的 gj 和排放源各组分浓度计算出预测浓
度，得到预测浓度与观测浓度的比值，评价模型的模

拟效果。结果越接近 1，说明计算值与测量值拟合得
越好[17-18]。 
如果某非挥发性物质的模拟效果很差，可能是由

于含有这种物质的重要排放源未被考虑，或排放源成

分谱存在错误[7]。 
2.1.3  化学质量平衡法的优缺点    CMB 模型的缺

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①同一类排放源排放的成分

是有差别的，同一排放源在不同的时间排放物质也不

同，而 CMB 模型没有加以区别；②CMB 模型假设从

排放源到受体之间，排放的物质组成没有发生变化，

而实际上某些物质并不满足该条件；③排放源的选择

上存在主观性和经验性。 
尽管有上述缺点，这种方法也有其他方法无法比

拟的优点：①从一个受体样品的分析项目出发就可以

得到结果，可以避免大量的样品采集所带来的资金等

方面的压力；②能够检测出是否遗漏了某重要源，可

以检验其他方法的适用性。 
2.1.4  其他相关技术    梁金友和王文兴[19]发展了

Rahn 等的“元素示踪技术”，克服了人工选择示踪元素
系列的经验性，运用数值分类手段建立了一种迭代的

（ iterative ）、 分 裂 的 （ divisive ）、 不 加 权 的
（non-weighting）、非交迭的（non-overlapping）运算
程序，建立了 IDNN 模式，实现了数值分类与CMB 模

型的结合。其后有研究者应用这种方法对沉积物中的

重金属进行来源解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 
2.1.5  化学质量平衡的应用    CMB 模型已应用于

水体[21-23]、沉积物[24-25] 等介质的研究。污染物种类主
要集中在多环芳烃 (PAHs)、多氯联苯 (PCBs) 等有机

污染物。Li 等[25]通过文献搜集了28 种源成分谱并对 
其进行了修正，运用 USEPA 开发的软件包 CMB 8.2 

对 9 种模型进行了422 次运行，对 Lake Calumet 沉积

物中 PAHs 的来源进行了解析。这一研究为
 CMB 模

型在土壤污染物源解析上的应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2  多元统计模型（multivariate statistics） 
多元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利用观测信息中物质间的

相互关系来产生源成分谱或产生暗示重要排放源类型

的因子，主要包括因子分析法及其相关技术、多元线

性回归法等。 
2.2.1  因子分析法（factor analysis, FA）及主成分分
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因子分析
能把具有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数量较少的几个综合

因子。在污染物来源研究中，通常采集大量（设为 N 

个）样品，从每一样品中分析出若干种（设为 M）化
学成分的浓度，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包含 N × M个数据
的集合。由于同一环境样品的组成成分并不相互独立，

来自于同一类源的那些成分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因

此可以用 P 个因子（P＜M）来描述原来的样品集合[7, 

26]。 
FA 和 PCA 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都可用于污

染物的来源解析[27-29]。 
2.2.2  多元线性回归法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MLR）   燃油、冶金、燃煤等排放出的有些物质含量
差别很大。这些主要由某一类排放源决定的元素（物

质）就称为示踪元素（物质）。测量受体的某物质浓

度，并对各示踪元素的浓度进行多元回归，回归系数

可以用于计算各示踪元素对应排放源对受体中该物质

的贡献。 
该方法需要知道各类排放源的最佳示踪元素。示

踪元素之间必须相互独立，否则会存在共线性问题，

导致多元线性回归技术不稳定，但可以通过因子分析

（varimax 旋转）来实现。 
2.2.3  多元统计方法的优缺点    与 CMB 相比，多

元统计方法具有以下优点：①不用事先假设排放源的

数目和类型，排放源的判定相对比较客观；②能够解

决次生或易变化物质的来源，能利用除浓度以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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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参数；③研究者只需对排放源组成有大致的了解，

并不需要准确的源成分谱数据。 
这种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①方法不是对具

体数值进行分析而是对偏差进行处理，如果某重要排

放源比较恒定，而其他非重要源具有较大的排放强度

变异，可能会忽略排放强度较大的排放源；②气象学

因素的变化影响较大，为了得到准确的结果，需要采

集足够多数量的样品；③在实际中一般鉴别出 5 ~ 8 个

因子，如果重要排放源类型＞10，这种方法不能提供
较好的结果[6]。 
2.2.4  多元统计方法的应用    Rauret[30]首次把 FA
用于水环境中污染物的源解析[30]。之后利用 FA 或 
PCA 探讨水环境[23,27-29,31]、沉积物[32-33]等介质污染物

来源的研究报道大量涌现出来。王学松等[34]对徐州城

市表层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进行了因子分析，鉴别出自

然、交通及燃煤等 3 个因子，从而把该地区重金属元
素分为“自然因子”类别元素、“交通因子”类别元素、“燃
煤因子”类别元素及混合源类别元素等 4种。 

Henry[35]用实例证明 FA对每组数据都有无穷组数
学上的合理解，因此 FA 只能作为定性分析的手段而 
不能定量计算，在现有研究中需要重新思考一些研究

方法。 
多元线性回归的研究报道并不多见[36-37]，还未见

到大气环境以外的研究实例。 
多元统计可以对 CMB 模型进行补充，以检验是

否存在未知源或数据是否存在错误[7]。多元统计方法

的方法之间可以互相结合（如FA/MLR，PCA/MLR），
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也可以相互印证。多元统计方法

可以与地统计学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相结合，可以
为某区域提供污染物排放源分布图及贡献强度的数据
[15, 38]。 
2.3  混合方法（hybrid approach） 

1982 年, USEPA 设计了一组数据提供给不同的研

究人员，并对其结果进行比对来比较各种受体模型的

优劣[39]。结果表明对于排放源数目少的体系，FA、
MLR 很成功，而对于排放源数目较多的体系，CMB 具

有明显优势。多元分析适宜于鉴别排放源的类型和数

目，而 CMB 适用于检验多元分析的结果，将这两种

技术共同使用能够取长补短，发挥更好的作用。 
多元统计方法与  CMB 的结合主要体现在

FA/CMB 方法的应用上。FA 充当定性分析的角色，客

观地鉴别出排放源的数量和类型：CMB 模型进行定量

计算，对多元统计方法进行检验。FA/CMB已经用于
大气[40-41]、沉积物[42-43]等环境介质的研究，但尚未见

用于土壤污染物来源的研究。 

多元统计方法内部也呈现出相互结合的趋势，其

中应用最普遍的是 FA/MLR（PCA/MLR）。用FA/PCA 

选择  P 个相互独立的变量分别代表  P 个源，以 

FA/PCA 得分为变量进行回归，求出这几个排放源对

受体的贡献值。Kleinman等[44]首先把FA/MLR 用于大

气颗粒物的研究，后经过 Morandi 等[45]的发展逐渐趋

于成熟。APCS/MLR是由 Thurston等 [46]从 PCA/MLR 

发展而来，根据主成分得分求得 APCS (absolute principal 
component scores），继而进行多元线性回归。FA/MLR
（PCA/MLR、APCS/MLR）是应用最广的混合方法，
在水环境和沉积物研究上使用已经相当广泛，涉及的

污染物包括重金属元素[28-29,31]和有机污染物[47]。定量

解析土壤污染物的研究也已出现，研究的污染物主要

是重金属元素。Simeonov等[5]在德国Maxhütte Unter- 
wellenborn 地区采集了62 个土壤样品，测定 Cu、Cr、
Fe、Mn、Ni、Zn、Pb 等重金属含量，用 PCA 鉴别出 

4 个因子，分别代表矿产开采、特殊金属冶炼、水泥

生产及钢铁冶炼等 4 类源，用 APCS 计算出这 4 类
源对各种重金属的贡献值。Facchinelli 等[25]用 PCA 对

意大利 Piemonte 地区重金属来源进行了定性分析，通

过地统计学 Kriging 插值和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分别对

原始数据和主成分得分进行了空间变异分析，从而对

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进行了验证与解释。 
2.4  分子标志物及同位素 

分子标志物 (molecular markers，MM)，是指可用
于来源相关关系研究的指标化合物，它们具有确定的

化学结构，直接或间接地与母源的变化作用有关[48-49]。

特定组分的比值可以作为污染源识别的线索，这种比

值被称为分子标志物参数（MMI）。MM已经成为了追
踪有机污染物污染源的重要手段[50-51]。刘瑞民等[52]利

用 6 种 MM 鉴别出天津地区土壤中主要的 PAHs 污

染源是煤燃烧源，且在天津绝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

其次是石油源和交通污染源，主要分布在中部和滨海

地区，在远郊县的边界地区有一定的木柴污染源分布。 
放射性 C 同位素方法和稳定 C 同位素方法都是

源解析中广泛使用的方法。测定受体样品中有机 C 质

的放射性 14C 可以用来区分化石燃料来源和木材燃烧

的来源。由于有机化合物的稳定 C 同位素在地表地质

作用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损失，不同来源物质的同位素

组成特征可以被继承，因此，稳定性同位素组成分析

在有机污染物示踪中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53-54]。苑金

鹏等[55]分析了天津市不同功能区土壤中 PAHs 的稳定

C 同位素组成特征，结果表明该地区化石燃料燃烧产

物的干湿沉降是土壤 PAHs 的最主要来源，对某一具

体地点而言，土壤 PAHs 以二元混合输入为主；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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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稳定 C 同位素组成的二元复合数值模型对不

同来源 PAHs 的相对贡献率进行了估算。 
2.5  其他技术 

随着其他学科的发展，新的方法也不断应用于该

领域的研究。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GA）可
以用于  CMB 方程组的求解 [56-57]；投影寻踪回归

（projection pursuit regression，PPR）对数据结构或特
征无任何条件限制，直接审视数据就可分析建模，并

获得因子对模型因变量的权重贡献率[58]。粗集理论

（rough sets theory，RS）可以在信息不完全、不准确
的情况下找到该问题中的内在规律，通过分析污染源

排放的元素组成的差异度与受体样品中元素含量的分

类关系，用排放源对于元素含量的有效程度作为标准

来衡量排放源的重要性[59-60]。 
随着方法的逐步成熟，混合方法已经成为必然趋

势，混合方式也趋于多元化。我国在源解析方面的研

究工作起步较晚，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才开始进

行空气中悬浮颗粒物来源解析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宝

贵经验，但是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①适合我国国

情的排放源成分谱数据库还没有建立起来。由于污染

源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即使同一类污染源在不同的条

件下产生的成分谱也不尽相同，因此不能照搬国外的

数据，需要根据我国特殊的地理、土壤、人文等条件

合理分析。②我国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大气环境的研

究，研究介质较单一。③各种方法相结合的趋势并不

明显。 
 
3  研究展望 

 
土壤环境介质污染物源解析的研究起步较晚，很

多方面需要借鉴大气颗粒物研究的经验。受体模型只

能反推出对某受体贡献较大的几类排放源，而不能求

出某一具体排放源对受体的贡献大小，这对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是不利的。而扩散模型可能会成为解决这一

困难的途径，因此如何找到扩散模型与受体模型的结

合点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几年来，随着分

析技术的发展，对气溶胶单颗粒物的研究已成为重要

的研究内容，扫描核探针、扫描电镜、质子微探针等

技术都取得了很好的应用，对颗粒物的形貌观察及物

理化学性质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61]，然而在

土壤及其他相关介质研究中这些技术能否加以应用，

前处理过程是否需要特殊的技术与之相匹配，这些都

有待于大量的研究实践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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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hods for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soil pollutants a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Receptor models such as chemical mass balance 

(CMB),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models, hybrid approach, molecular markers and isotope techniques are emphasized in not only their principles but 

also their advances in applications to soil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dvantages and application limits for CMB an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models are 

pointed out. Hybrid approaches are widely used because they can avoid the arbitrariness when selecting source types and can decide whether there are 

other source types or not.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source apportionment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soil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re prospected. 

Key words:  Source apportionment, Receptor models, Chemical mass balance,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models 

 
 
 

 

 

 


